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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不）平等：湖南凤凰苗寨游家庭餐馆的个案研究
丰向红

（美国东密歇根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犯罪学系，密歇根 易普斯兰堤 48197）

［摘 要］文章通过对湖南凤凰县苗寨游家庭餐馆经营的田野

调查，透过“有限利益”和与之相关的“竞争为平等”的观点来探

索新经济背景下农民旅游创业及其经济行为背后的逻辑。从

“有限利益”的角度来看，农民社会不是因为缺乏理性而保守，而

是个人的超前在传统社会环境下被视为对社群稳定构成威胁。

目前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从“无限利益”和“竞争为领先”

的观点出发，主张个体而不是集体的富足，加深了社会不平等，

与基于“有限利益”和“竞争为平等”的传统农民世界观矛盾。通

过对比传统农民社会和全球化社会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有助于

对农民创业的经济行为的理解，从而更有效地推进相关农村发

展项目，为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和公平发展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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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费孝通和张之毅就指出，

在土地有限、财富累积缓慢的村庄，没有多少途径

可以使无地农民成为地主，使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

成为大地主。从事农业没有办法真正超前，要想致

富必须离开农业 [1]。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继

“民工潮”之后掀起了“创业潮”，特别是近年来，“三

农”问题的迅速凸显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失地农

民的出现，使得农民转型与创业致富的相关研究显

得尤为紧迫[2]。然而，与这种紧迫性相对立的是，研

究领域中的农民创业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忽视，有关

旅游语境中农民创业的研究更是凤毛鳞角。

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国内对其研究日渐

丰富，多从宏观角度探讨社区参与的现状、方式、成

效和问题，其中深入探索在旅游语境下农村文化因

素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的研究相对缺乏[3]。旅游行业

的低门槛鼓励了农民创业[4]，涉足旅游的农民创业

随之增多。本文以龙村①为例，通过对湖南凤凰县

苗寨游家庭餐馆经营的田野调查，探索旅游语境下

传统农民世界观对农民创业的影响，以增进对其日

常经济行为背后的逻辑理解。龙村的个案折射在

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乡村的急剧变迁。探讨市场经

济背景下农民创业及其经济行为背后的逻辑有助

于探索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更有

效地推进农村项目，实现改善农民生活的良好

意图。

1 相关文献

关于凤凰旅游近10年的发展（从早期黄龙洞公

司买断经营权到后期乡村游），在笔者早先发表的

若干论文中已根据相关的田野调查资料从不同理

论视角和论题做出阐述 [5-11]。本文旨在透过“有限

利益”（limited good）和与之相关的“竞争为平等”

（competing to remain equal）的观点，通过对龙村家

庭餐馆经营的个案研究分析旅游语境下农民创业

中的合作和竞争，展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旅游创业

带来的少数民族村庄日常生活的变迁。

作为农民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有限利益”观点仍然在当今许多农民社

群中处于主导地位[12]。在“有限利益”观点主导的社

群中，个人的财富积累被视为是以同一社群中别人

的损失为代价。在一个封闭的社群中（比如农民社

会）就会这样。然而，即使是一个传统的村庄，也可

以接触到外部其他社会系统（社区之外的“大社

会”），也就是说，个人能从村庄以外赚取财富从而

获得经济上的成功②。这样的成功虽然被羡慕，但

不会被视为对村庄稳定的直接威胁，因为村庄里没

①龙村不是该村庄的真名。
②在如今转型中的农民社会，外出务工是最常见的获取外界财

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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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因此利益受损。即便如此，这样的成功也必须

被解释清楚[13-14]。

针对“有限利益”的竞争，是一种“为平等”（而

不是“为超前”）的竞争。“竞争为平等”最先被

Foster[13]、Bailey[15- 16]和 Scott[17]作为农民社会的特性

而提出。“技能和精力被用来保持人们原来的位置：

他们为保持原位而尽力奔跑”[16]。根据此种观点，农

民的社会性本能地抗拒创业中的创新和发展。

Bailey[16]阐述道，竞争通常主要发生在平等的或差不

多平等的人之间，因为权力和地位的差距使人相距

甚远而无法竞争。这种悖论是：人们维持平等是因

为每个人相信其他人在尽量超过他，为了保护自

己，他想方设法确使无人超前。在这样的社会中，

平等实际是每个人相信别人都在尽力超越平等的

结果。平等是通过所谓的为不平等付出的努力的

相互抵消。根据 Tucker[18]对格雷美地区旅游的研

究，创业村民经常把“嫉妒”作为村里商业行为的一

个显著问题来提出，抱怨有些人不惜一切（包括让

自己受损失）来阻止别人赢取比他应得的更多的利

益从而领先。因而，“嫉妒”在此起到了平等机制的

作用，是旨在恢复原有生存位置和公平理想的防御

性反应，而不是借此提高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

与“有限利益”观点一脉相承的是政治经济学

中的依附理论（比如Frank[19]）和“世界体系”分析（比

如 Wallerstein[20]）中的“零和”（“zero-sum”）世界观。

Nash[21]对比讨论了“无限利益”（经济学家长期提倡

的开放系统模式）和“有限利益”／“零和”（封闭系

统模式），并指出用“有限利益”取代“无限利益”世

界观，有助于我们探求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之外的

以可持续和公正为目标的替代发展计划。Nash认

为：Foster提出的从经验得来的“有限利益”模式，不

仅可以用来解释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保守，而且可

以培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性实践。“有限利

益”这种更加平衡的观点主张通过生产回报的再分

配来实现集体利益，从而倡导可持续发展，来避免

以无限利益主导的经济增长导致少数人受益而造

成 的 贫 困 幽 灵 [21]。 继 Nash 之 后 ，Trawick 和

Hornborg[22]更深入讨论了两种世界观的区别，并从

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为达到公正和可持续

的发展，用“有限利益”取代“无限利益”世界观是必

须的。

正如 Nash 所说，“我希望能拯救 Foster 的有关

农民世界观的观点，（因为）它可能会对世界人口的

可持续未来带来启示”[21]，本文在旅游语境下重拾

“有限利益”和“竞争为平等”的观点，以龙村为个

案，借此更深入理解农村文化因素对农民创业的影

响，从而更有效地推进相关农村发展项目，为实现

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和公平发展带来启示。

2 田野数据

笔者第一次到凤凰是2002年，做有关苗族手工

艺的民俗调研。2005—2014年，笔者先后 6次暑期

到凤凰进行与旅游相关的文化人类学课题的田野

调查：开始是从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评估凤凰旅游

发展对当地居民影响的博士论文的研究[5-7]，后来是由

此衍生的以凤凰为个案从不同理论框架（比如性别

角色、社会空间、资源贫困、日常抗争）探讨旅游语

境下乡村生活的变迁[8-11]。具体调查地点从最初的

凤凰古城（沱江镇）扩展到其周边乡镇的 4 个村庄

（包括龙村）。本文使用的田野数据主要收集于

2010—2013年笔者在凤凰（特别是龙村）的调查。

2010—2013年，笔者共进行了65人次个人深度

访谈和6个焦点群体访谈。被访谈者代表当地旅游

的不同方面。这些被访谈者的选择或是有目的地

根据他们的社会角色（比如县级政府不同部门的官

员、私人发展商、旅游公司经理和职员、旅行社老板

和雇员、村干部和其他村民），或是根据各种关系的

引荐。他们中有些是从 2002年就参与笔者的研究

课题的长期被访问对象，并且在不同时期参与了多

次访谈。笔者还在当地不同的旅游景点随机访谈

游客。实地观察、日常闲聊以及只有在当地才能获

取到的档案资料（包括县政府和旅游公司的报告和

其他书面材料）都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笔者注重

就同一问题从不用角度和来源收集数据，尽量使数

据全面，代表有冲突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立场。访

谈在被访谈者的家中或他们的办公室里，或是在市

场上、饭馆里、酒店大堂的茶座里进行。访谈用笔

记或在被许可时用录音记录。访谈用普通话或湖

南方言进行。少数被访谈者是偏僻村庄的苗族老

人，只会说苗语。2012年和 2013年，笔者利用所任

职大学提供的部分研究基金在当地招募了一个会

苗语的研究助手兼翻译。她当时是当地一所职业

技术学校的学生，在沱江镇的一所旅行社做暑期兼

职导游。只有部分相关数据用在本文中。

3 凤凰旅游

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转向恰逢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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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的全球资本世界新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

义涉及本地和外来资本利益的融合，以及在吸引外

界资本的过程中当地政府的转型；中国改革开放和

市场经济建设维持着国家领导人对市场化进程的

实质性掌控，将国有企业（国营经济稳定的关键）和

逐步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相结合[23]①。在此国际国内

环境下，当地政府在过去的十余年大力提倡以大规

模资本密集型旅游发展来改善凤凰贫困的状况②。

2001年，总部位于长沙的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与凤凰县人民政府签订《湖南省凤凰县 8个旅

游景区（点）经营权转让合同》，以近 10亿元获得凤

凰县八大景点50年经营权。依据合同，作为黄龙洞

公司的子公司，以经营开发凤凰八大旅游景点为主

的凤凰古城文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1

月 1日正式成立，位于租赁的属于县财政局的一栋

办公楼内。从2002年开始，凤凰的旅游发展经历了

两个主要阶段：（1）首先集中于凤凰县城沱江镇的

古城区，由凤凰古城文化旅游公司垄断经营③；（2）然

后扩展到凤凰乡村，通过由其他私人老板投资发展

“乡村游”（主要是以民族文化和乡村景色为特色的

苗寨游）④。

凤凰游客数量从 2001年的 56.7万人到 2011年

的 600.14万人，增长了近 11倍⑤。凤凰的游客主要

是国内游客（汉族居多），多为大学生和中低收入家

庭。由于旅游花费预算有限，他们大部分选择跟团

游，特别是去交通不便的乡村苗寨游。从事旅游小

生意的当地居民清楚这些游客的消费能力和砍价

的习惯。就像他们其中一位曾说的：“这些旅行团

的游客交完团费后，也就预备花费几百块左右；如

果他们有一两万块花在旅游上，就不会报团游了。”

在全国从 2006年以来大力提倡乡村游的背景

下⑥，凤凰热情鼓励乡村游的发展，以此作为把集中

在古城区的游客从县城分散到周边乡村的策略。

县政府认为乡村游能有效解决凤凰旅游的两个主

要问题：首先，它能减轻凤凰古城（作为县交通住宿

旅游中心）的压力，因其现有的基础设施无法应付

从 2002年以来大量涌入的游客；其次，它能帮助扭

转旅游经济利益在黄龙洞公司和当地广大农村社

区间分配极不均衡的局面。很多当地村民也欢迎

乡村游的发展，渴望由此在旅游市场占有较公平的

份额。至 2011 年，凤凰全县共有 18 家正规乡村游

的景点，其中大部分是苗寨游。龙村因为地处偏

僻，交通不便，村落原貌保存较完整，汉化程度相对

较低，成为乡村游中更有人气的一个苗寨。

4 龙村简况

龙村共有 176户。在旅游发展之前，龙村是一

个苗族聚居贫困村，苗族习俗保存尚好。龙村的农

业生产主要是自给自足。一般种植水稻、玉米和小

菜。饲养几头猪，农历年杀猪熏制腊肉，保存得当

的腊肉可吃大半年，新鲜肉则不常吃。部分村民曾

种植烟叶，供给凤凰烟厂⑦。龙村以“雷公田”为主，

依赖雨水。旅游发展前贫富差距不显著，社会压力

基于道义经济的平均主义。互助合作是日常生活

的常景，特别是收稻子、建房、新年杀猪、葬礼、婚礼

的时候。村民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于山林边界纠

纷，或村民和村干部因计划生育引起的冲突。

龙村于1996年通电，2002年开始修公路。未修

路前，村民主要依赖步行（约 1个小时）到镇上去赶

场或去搭车出行。至今没有连接村和镇的公共交

通工具。2005年，两个本地私人老板和村里签了40

年协议在龙村投资发展旅游。第一年给村里 2000

元，第二年 4000 元。当时最多一天 100 多个游客。

2007年陆⑧接手。陆是湖南怀化人。陆给村里的景

点费是每年8000元，由陆垄断所有的门票收入。据

陆说，2008 年（“五一”时开业）有 3 万多游客，2009

年8万多，2010年16万多，2011年约有20万。

村支书说村里有些老人以前不同意搞旅游，因

为心里有点恨汉族把苗族赶到山区里来。他回忆

说在他小时候，村里大人管教小孩时总会说：“你不

要吵，吵的话就把你卖到汉族那里去。”但现在这些

①参考Walker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历史语境的
详细讨论[23]。

②凤凰曾是全国和全省贫困县之一。2000年，全国和全省人
均GDP分别是 7066元和 5626元，凤凰的人均GDP却只有 2079元。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凤凰县人民政府于2005年
编写的内部资料《凤凰县城镇体系规划（2002—2020）》。

③笔者的博士论文对由凤凰县政府和黄龙洞公司联手推进的
资本密集型的旅游发展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做了初步

评估。评估发现：只有少数的当地居民共享一小部分的经济利益，

但是多数当地居民却要付出代价，比如环境恶化和社会矛盾。以此

推论，来自较发达地区的投入并不总是使经济落后的地区获益：因

为对外来资本的依赖可能导致落后地区不能自立、财富外流、结构

性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当地居民的怨恨。参照笔者在另一篇论文

中对此的详细阐述[7]。

④有关凤凰乡村游的讨论详见笔者的另一篇论文[9]。

⑤数据来源于凤凰县统计局编写的内部资料《凤凰统计年鉴
2001》和《凤凰统计年鉴2011》。

⑥由国家旅游局确定的 2006年全国旅游宣传主题为“2006中
国乡村游”，宣传口号为“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

⑦凤凰烟厂曾是凤凰经济的支柱，于1997年倒闭。
⑧本文所有人名均为匿名。

⋅⋅ 28



丰向红 | 竞争与（不）平等：湖南凤凰苗寨游家庭餐馆的个案研究 第 31 卷 2016 年 第 3 期

老人看到游客来了也很欢迎。因为外出打工或旅

游发展提供的机会，多数龙村成年男性成为雇佣工

或小本生意经营者，即使他们的家庭继续从事以自

给为目的的农业生产。据村支书介绍，龙村最初有

60%~70%的村民在外打工，2011年只有30%了。很

多人选择回村里或在县城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

政府或集体在一段时间内将旅游资源与品牌

的经营权出让给外来投资者是我国乡村游发展的

常见模式[24]。在这种模式下，外来投资者以资金输

入的形式获得旅游资源使用权，负责景区建设、宣

传促销、收取门票并垄断门票收入；社区居民很少

有机会参与到旅游开发决策中来，也无法直接分享

旅游开发带来的诸多好处[25-26]。龙村也不例外。陆

在龙村发展苗寨游，没有刻意创造机会让村民获

益。陆的员工大部分是从龙村以外雇来的，比如管

理人员、歌舞演员、导游和司机。2011年村里几位

老婆婆每日分块清扫游客活动区域，从陆那每月领

取 200元的补助；还有几个年轻村民在村子下面的

水库撑船接游客，陆开给他们每人每月 700元的工

资。有村民开玩笑说，“幸好他们还没讨老婆，不然

那点工钱怎么养得活一家人。”在龙村从事旅游业

的村民主要靠摆摊卖纪念品，租苗服给游客照相，

在镇上和村里之间用小商务车接送散客，或开家庭

餐馆给旅游团提供团队餐从中获益。

5 龙村游客餐馆的分合兴衰

5.1 合作

村支书的“农夫餐馆”是村里第一家餐馆，于

2009年下半年开张。两三个月后，增加了一家；半

年后，变成 3家。到 2011年有 6家：农夫餐馆、苗家

餐馆、谊情餐馆、山里人家餐馆、会友餐馆和笑迎宾

餐馆。谊情餐馆在2010年“五一”时开张，由4户亲

房合伙，包括井、井的堂弟和村秘书在内。2010年

夏笔者开始对凤凰乡村游产生兴趣，报团作为游客

体验了在龙村的苗寨一日游，由导游安排到谊情餐

馆吃团队午餐。那是笔者第一次来到龙村，正值谊

情开张 3个月，生意不错，井和他堂弟，还有村秘书

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几个月后，井和他堂弟因为

经营餐馆意见分歧闹矛盾；井退出，在自己家开了

山里人家餐馆。他和他堂弟之后两年都没说过

话。2010年谊情餐馆总利润将近10万元，先退出的

井得了2万元，其他3户每户分得2万6000元。

2011年夏笔者来到龙村做正式的田野调查，以

下是对村秘书访谈的节录：

笔者：“井退出后，今年的利润是不是高一点？”

村秘书：“要是游客和去年一样，我们今年 3 户

应该比去年利润更大。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比不上

去年。”

笔者：“为什么大家都是几户一起弄呢？人越

多利润不就少了吗？”

村秘书：“太少也不行。因为游客是团队，人多

啊。比如 8~9 点钟报餐，11 点半吃饭，（每桌）9 个

菜，你人少了忙不过来。”

笔者：“所以主要是人手问题啰，不是资金问

题？”

村秘书：“所以你至少都要（有）3户。如果你一

户只能出一个人，那必须要请人，不然忙不过来。”

笔者：“那为什么不您一户搞，别的人手都请，

岂不是利润更高一点？”

村秘书：“请人也要看情况来。游客多的时候，

请人可以，就赚钱；游客少的时候，请人就划不来。

比如淡季时，自己的人不算什么工钱不工钱，时间

就一起花到这里。如果一天才十几二十个客人，请

人干利润都没有来，菜还要本钱呢。”

笔者：“那可以这样吗：人少就自己家的人，人

多再请人？也不一定要几户一起合伙啊？”

村秘书：“像我们 3 户，每户出 2 个人，就是 6 个

人。如果报餐一两百人，甚至三百人，我都不要请

人。”

笔者：“那这3户合伙是怎么合的？当初每人出

的一样的钱？”

村秘书：“是的。出一样的钱。”

笔者：“那房子呢？”

村秘书：“房子就是他（指另外两户中的一户）

家里的。我们都没有开他的房租。水是山寨水，水

费都不要开。在凤凰（指县城），（或者）在镇上，你

还要交税。现在我这里税都不要上。不要上税，也

不要开房租费。”

笔者：“那分利润时，房主有没有多分一点？”

村秘书：“这个是我们 3 家商量的，自己有协议

的。他不要就不要，你送他他都不要。他愿意给合

伙开餐馆用，他也不要。”

井经营的山里人家餐馆，算是村里生意最好的

餐馆。井 40来岁，矮小精干，外向健谈。井主要负

责联络客源、接待客人、买菜和收钱。他大姐负责

洗菜洗碗，他妻弟管炒菜，他老婆忙完家里的事情

也会在厨房帮手。如果是暑期，他在县城读中学的

大女儿放假在家也会帮手。偶尔客人特别多时，会

从村里临时请一两个人帮工一天。2012年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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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井花了 7万多买了一辆可坐 8人的手动小商务

车，说服在浙江打工的会开车的忠（井的三弟）回来

和他一起搞餐馆的生意。忠回来后，早上在餐馆帮

忙切菜，白天在村里停车场用这台车做出租车的生

意送散客到镇上，傍晚或和井一起或独自开车去县

城的菜市场买餐馆第二天所需的食材。

忠把出租车的收入每天如数交给井。每个月

餐馆和出租车的利润合在一起，分成 3份，井 1份，

忠 1份，还有他们的大姐 1份。车是井一个人出钱

买的，所以这3份不是平均分配：忠和大姐的那份每

个月扣2000元，当是他们买车的份子钱。不是旺季

的话，忠每月分得两三千块钱。7月、8月暑期是旺

季。2013年 8月的一天，笔者陪忠出车从村里送游

客到镇上，他顺道去镇上的银行存钱，存了 3000

元。那个月他去银行存了两次钱，而那个月山里人

家的利润将近6万元。

5.2 竞争

一面是传统的团结和合作，另一面是竞争和摩

擦。黄海珠[25]以广西龙胜平安村为个案探讨少数民

族乡村旅游多元利益主体的非和谐因素。平安村

是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中发展旅游业最快、旅游收益

最高、也是矛盾最突出的一个村，包括村民之间的

矛盾。村民为抢夺客源，相互拉客压价，无序竞争

导致反目的事情时有发生。龙村餐馆间的激烈竞

争也不是秘密。一次笔者拜访家在镇上的发（井的

二弟）时，发的老婆说龙村看起来团结，其实内部很

多冲突，并特别提到村里餐馆抢客人的情况。导游

一般提前给餐馆打电话订团队餐，让餐馆知道要准

备多少人的饭菜。有时导游带游客去订好餐的餐

馆吃饭，路过另一家餐馆，这家路过的餐馆会拉游

客进去吃饭。如果游客跟着去了，导游也没办法。

这样订餐的那家餐馆不但失去了生意，而且浪费了

准备好的饭菜。

生意不好的餐馆，守着空桌空椅，眼见成群结

队的游客由导游带着去别家餐馆。村里每日用餐

游客的流向如同对每家餐馆经营能力差异的公开

展示。在某种程度上对经营餐馆的村民来说，面子

似乎比利润更要紧。各家餐馆每天留意各种游客

数量：在他家吃饭的游客数，去别家吃饭的游客数，

村里的总游客数。在彼此攀比用餐游客数量时，餐

馆之间很快出现了价格战，紧随着的是对彼此的不

满：因为价格的降低，他们要拉更多客人，准备更多

饭菜，甚至不惜降低饭菜质量，才勉强获得（有时还

达不到）降价前的利润。导游收取的回扣高导致餐

馆的利润空间小：餐馆一般按人头从导游那每位收

10元，管吃饱；而导游从游客收取的餐费是每位 50

元。餐馆的成本包括购买食材所需的本钱和交通

费，以及准备食材、招待游客、清扫餐馆的劳力，还

有导游和司机的免费就餐。

2012年年初，村支书组织6家餐馆开了个会，提

出到年底为止统一定价餐费每位 10元。会上大家

同意了。之后 3家餐馆执行了两个月，发现生意少

了很多。原来另外 3家实际收的餐费是每位 8元。

经常带游客团到龙村的当地旅行社的导游华说，

“这些降价的餐馆想的是：我们一样的价格，但是你

的客人为什么那么多？然后我就直接降了，可能我

的客人也比较多了。”华解释道，“如果别家餐馆质

问，他们会说：你的客人那么多，为什么不让我们降

价呢？如果我降价，可能我也有同样多的客人。”村

支书说通过降价虽然拉到更多的客人，但是利润可

能并没有增加，“他（降价的餐馆）就没有想到这些

啊。反正你游客比我多了，必须我跟上你；要跟上

你，我就把价钱压下来，压下来。”

基于市场经济原理，良性竞争应当着眼于通过

提高旅游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以及差异化程度。

但是，这一做法不仅需要一定资本支持，而且付出

的成本及收益周期远大于拉客等短期经营行为。

因此，与陈志永和况志国[27]描述的贵州郎德苗寨村

民之间的竞争相似，龙村经营家庭餐馆的村民宁愿

采取拉客等短期获利行为，而不是从长期效益出发

选择改善经营质量和水平。其结果是大家都选择

拉客，因为在其他村民都拉客时，自己放弃这一策

略，将意味着个人收益的损失。相互拉客造成村民

渐生嫌隙，矛盾日增。

“越发展，矛盾越多，”村秘书把此归结于村民

没有文化，感叹道，“农村人就是目光短浅。我们村

平均主义严重。是的，平均主义的问题！”村干部和

陆经常抱怨他们在龙村推进旅游的工作很难做，因

为村民的思想太落后，太愚昧，不讲道理。这种看

法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把少数民族贫穷的根源归

结于没有文化的主流认知①。为什么这些在他们看

①笔者在凤凰经常听到类似的抱怨。一位县民委的官员在和
笔者谈到当地苗族农民的思想落后程度，曾举一则笑谈：和龙村同

一个镇的另一个苗寨比龙村还偏僻，没有公路，走路要3个多小时才
到镇上。政府派扶贫工作队去给他们修路，让他们出劳力卸一下

沙，但他们要政府给钱才卸。她说，“这些人真是（不可理喻），政府

给他们办事，他们还跟政府要钱，还说不要政府给他们修路，说修了

路，计划生育的就容易来了，而且可能把他们养的猪都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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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改善村民生活的良好意图和举措，会遭遇村民

们如此的不情愿呢？从“有限利益”的角度来看，农

民社会不是因为缺乏理性而保守，他们的保守不是

由于思想落后，而是因为个人的发展在传统社会环

境下被视为对社群稳定构成威胁，从而千方百计阻

止现状的改变[13]。这种针对“有限利益”的竞争，是

一种为平等的竞争。

2013 年下半年谊情餐馆关闭。村秘书抱怨现

在做团队餐生意很难：谁的成本低，给导游的回扣

高，谁就客人多。餐馆生意结束后，他就照顾两岁

半的孙子，好让他在村里表演场附近做照相生意的

小儿子专心做事。差不多同时关闭的还有苗家餐

馆。苗家餐馆是包括老支书（现任村支书的前任）

在内的 5户合开的。因为后来没有什么客人，开了

两年就关门了。接着，老支书在自己家里接待散客

点餐，起名“老支书餐馆”。老支书说，“我不怎么想

做团队餐，餐费太低了，没什么钱赚。”笔者有时到

老支书家串门，偶尔遇到客人多、他一个人忙不过

来时帮着洗菜切菜。但客人多的时候很少。由于

老支书家离游客在村里的必经路远，生意不好。有

一次笔者搭忠的顺风车去县城，经过镇上时，他看

到路边有人在砌房子，提到老支书因为餐馆生意不

好，有时会到镇上来给人做小工砌房。到 2014 年

夏，村里只剩下山里人家、会友和笑迎宾3家做团队

餐的餐馆。

6 讨论

Nash在墨西哥恰帕斯的调查中发现，那些尝试

新的增加收入方式的村民通常会寻求合伙人来共

同担负创造利润的风险[21]。与之类似，龙村的家庭

餐馆大多是由几户亲房合开。这种合作经营是建

立在日常互助关系上的，以信任为基础。劳力是穷

人的最大财富[28]。比起雇佣劳力，他们更愿意依赖

合伙的自己人的“免费”劳力。在亲属关系上衍生

的合伙生意以资源（比如餐馆场地）和费用共享降

低了创业门槛，尽管同时也意味着平均利润的减

少。这体现了农民传统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减低风险，安全（而非利润）为首。

Chayanov[29]对革命前俄国农民的研究认为，农

民经济遵循自身的逻辑和原则，不能单纯以价格、

供需关系和利润为主要指标的经济学模型来解

读。因为小农“全年的劳作乃是在整个家庭为满足

其收支平衡的需要之驱使下进行的”，不是为了在

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在生产上只靠农家自有的劳

动力，而不依赖雇用劳动力。费用共享和劳力互惠

的关系网是农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由它构成了“农

民的道义经济”[17]。农民学经典论题的“斯科特-波
普金”论题[17, 30]，围绕农民经济受“道义”还是“理性”

支配，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①。李丽在对贵州郎德

苗寨村民发展乡村游中设立“工分制”的个案研究

中指出，郎德的“工分制”既体现了“道义经济”所强

调的互惠公平及“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也体现了

“理性小农”所概括的权力冲突和追求个体利益最

大化的竞争[32]。

基于对墨西哥恰帕斯的暴力事件上升的研究，

Nash[21]发现，“任何人只要展露出一点点财富都会招

来强烈的嫉妒。”在评论Trawick和Hornborg的文章

时，Cliggett[22]提到根据她在赞米比亚的调查，也发

现不少因嫉妒引起的暴力案例。因为别人的嫉妒，

一个以受教育为途径来争取过更好生活的有上进

心的人被人用农药投毒，另一个人在他辛苦经营的

小生意开始有回报时被人烧了鸡圈。在龙村，每天

的游客数是固定的，而且每位游客的花费预算是有

限的，因而是“有限利益”，可被视为系统（村庄）内

部财富，不同于外出打工获取的外部财富。在原本

几乎户户贫困的龙村，由旅游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

增长加剧了嫉妒引发的日常冲突。在谈到“公地悲

剧”时，Hardin[33]说：每个人被锁在一个系统中，使得

他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被迫无限增加他的畜群。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 Foster 的“有限利益”观点相呼

应。龙村餐馆经营者无法增加每日作为潜在客户

的村里游客的总数，游客的吃饭消费对他们来说是

“有限利益”，可视为“公地”，因而有可能被“过度放

牧”，体现为无序竞争，拉客压价并不惜降低饭菜

质量。

在龙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村民间相互熟悉

讲究面子。因而，在经营餐馆的村民之间，拉客不

仅是为了利润，更是为了面子，因为在每家餐馆用

餐的游客数量好比是对其经营者们能力差异的公

开展示。然而，只有在那些经常接触的人面前，村

民才要刻意经营别人对他的印象；他的声誉的重要

性随着互动频率的降低而减少[16]。下次游客再来的

不确定性，使得村民倾向于将与游客的本次交易视

为唯一交易，甚至以降低饭菜质量来降低成本，从

而得以生存。

“有限利益”这种封闭系统的世界观，从理论上

①对此的详细综述可参考文献[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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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方面可能导致嫉妒和相互不信任（如Foster[13]

着重阐述），另一方面可能鼓励强有力的领导能力

和广泛合作（如 Trawick 和 Hornborg[22] 所强调）。

Dipert[34]提出非正式合作协议和正式合作协议两种

合作安排，并偏好前者。Tucker[18]根据她对土耳其

格雷美地区旅游的研究指出：“竞争为平等”在小地

方可能更激烈；这可以归结于由于地方小，能见性

高，比如任何餐馆可以看到别的餐馆的菜单、装修

和服务。同理推之，能见性高也可促使合作：地方

小，公开性高，个人行为可被观察到，从而对之产生

约束作用。社区成员的守规可以通过非正式的社

会协议及相关的模糊的社会压力（比如皱眉、盯着

看、闲言碎语）来实现[21]。

Hardin[33]提出避免公地悲剧的两种解决方法：

（1）由国家权威强制约束个体行为；（2）使资源私有

化，以便资源通过市场以更自私和更有竞争力的方

式被分配。这两种解决方法要么是集权主义，要么

是自由企业的个人主义 [35]。Trawick 和 Hornborg[22]

提出第 3种解决方法：在相对小规模区域或在地方

一级，在没有外人提供的相关约束制度的环境，人

们可以依赖他们自己来避免“公地悲剧”。为纠正

相互压价拉客的无序竞争，龙村餐馆经营者曾通过

开会协商试图统一餐费定价，虽然最终未被贯彻执

行，这样的集体协议是可以实现的，可持续的。龙

村村民的中转车经营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所谓“中转车”指的是村民购买的用来接送散

客来回村里和镇上的小商务车。2013年，村里中转

车最多的时候有近10台，每天一早停在村后门的停

车场接散客生意。所有中转车都排了序，每天井然

有序地轮流接客。如果哪次轮到自己但错过了，就

要重新等下一轮。最初每趟车费是 50元。2013年

暑期游客高峰来临前，村里中转车的司机们商量了

一下，统一涨到每趟60元。村里中转车经营者之间

的集体协议保证了资源的平均分配，有效避免了以

相互压价拉客的无序竞争。与餐馆经营相比，中转

车经营相对简单，体现在：（1）经营者与游客直接打

交道，没有导游作为中介；（2）经营成本一样，而且

几乎没有什么途径来压低成本；（3）经营者间能见

性更高，更容易促使合作。

7 结束语

通过对比传统农民社会和全球化社会的截然

不同的世界观（表 1），有助于理解农民创业的经济

行为背后的逻辑。农民的保守不应简单地归于思

想落后。正如李丽[32]指出，道义经济和理性小农的

区别不是非理性和理性的区别，而是生存理性和经

济理性的区别。生存理性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因而不被视为经济理性，但仍然出于理性。生存理

性的理性不是基于效益，而是基于公正。与发展相

关的官方话语以“竞争为领先”倡导个人先富，而

“有限利益”的农民世界观以“竞争为平等”主张集

体共同富裕。

龙村的案例并非特例。郎德苗寨村民说：“我

们要改革，但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找准路子；我们希

望富，但要慢慢地富，大家一起富；我们不要暴发，

要的是细水长流。”[36]不单是苗族村民，参与乡村游

的其他少数民族村民也有同样诉求。从对云南西

双版纳傣族园和广西阳朔世外桃源的调查，孙九霞

总结当地村民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参与状态表现为

参与积极性高、参与程度低和参与过程中矛盾普遍

存在。她指出乡村旅游参与中的村民“更多要求在

眼下得到均等的经济利益。”[26]

在旅游发展中，当地村民可能认同与发展相关

的部分官方话语，渴望达到物质富足。但目前从

“无限利益”观点出发的“竞争为领先”的新自由主

义经济发展模式，强调个体而不是集体的富足，加

深了社会不平等，与传统农民世界观的“有限利益”

和“竞争为平等”矛盾。基于平均主义的社会压力

（比如嫉妒）成为他们追求不但富足而且平等的一

种有效机制。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造成了世界有史以来最

倾斜的收入和资源的分配[37]。这种日益激烈的“为

领先”的竞争持续加剧了社会经济差别。不平等具

有社会腐蚀性。不平等会破坏信任、凝聚力和互助

性。减少不平等有助于提高所有人的幸福感和生

活质量[38]。用基于封闭系统的“有限利益”农民世界

观取代主流经济学家提倡的基于开放系统的“无限

表1 传统农民社会和全球化社会的世界观的对比

Tab. 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peasant
society and the globalized society worldviews
传统农民社会

Traditional peasant society

封闭系统
A closed-system

有限利益
The“limited good”
竞争为平等
Competing to remain equal

生存理性（熟人社会“面子为
大”）Survival rationality
(In acquaintances society,

“face”matters most)

全球化社会
Globalized society

开放系统
An open-system

无限利益
The“unlimited good”
竞争为领先
Competing to get ahead

经济理性（商品社会“效益优
先”）Economic rationality
(In commodity society, profit
takes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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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观点可能是为实现可持续的公平发展所必

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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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and (In)equality: A Case Study of the Family Restaurants in a Touristic Miao

Village in Fenghuang County of Hunan, China

FENG Xiangh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thropology, and Criminology,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Ypsilanti 48197, US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lies a“limited good”and associated“competing to remain equal”viewpoint

to an ethnographic case study of family restaurants in Longcun, a touristic Miao village in Fenghuang

County of Hunan, China. It discusses th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these restaurants that

provide standard meals to tour groups, and explores peasant entrepreneurship in a tourism context and

the rationality behind their economic behaviors. The view of“limited good”sees social division of

wealth holistically, in which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for some means wealth being taken away from

others (a closed-system worldview). From the view of“limited good”, the conservativeness of peasant

society should not be attributed to the lack of rationality; rather, their conservativenes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one individual’s gain in a traditional social environment tends to be perceived as threat to

community stability.

In this tourism development context, the villagers may have outwardly adopted elements of

official“development discourse”, and desire to achieve material affluence. But the current neoliberal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is derived from an open- system worldview that emphasizes“unlimited

good” and“competing to get ahead”, advocates individual rather than collective prosperity and

deepens social inequality. It contradicts the closed- system worldview of “limited good” and

“competing to remain equal”among traditional peasant societies where social pressure based on

egalitarian morality (e.g. envy and jealousy) works as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o strive for not only

prosperity, but also equality.

The case of Longcun has broader implications. It helps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rationality behind

the economic behaviors of peasant entrepreneur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relevant r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it sheds light on sustainable common prosperity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It suggests that it might be time to consider replacing the open- system worldview of the“unlimited

good”promoted by the mainstream economists with the closed- system peasant worldview of the

“limited good”.

Keywords: touristic Miao Village; peasant entrepreneurship; limited good; competing to remain equ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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